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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
*

———以上海市 J居委会直选过程为个案

耿 敬 姚 华

提要: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各种社会权力的生长及其自主性的发

育，引发了行政权力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的变化和调整。行政权力在行政组织
内的再生产与延伸至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在所依赖的资源、行动的策略及权
力运作的机制等方面皆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本文以 2003 年上海市 J居委会
直选为案例，结合 2006 年和 2009 年直选的调研，从城市社区权力运作的具
体实践层面观察、分析，以揭示行政权力是借助哪些资源、通过怎样的行动策
略重构城市社区权力关系，并完成在社会领域的生产与再生产的。
关键词:行政权力 再生产 权力关系 资源 策略性互动

一、导 言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权力
关系，这使得已有的权力理论再难以对当前的权力实践作出完善的解

释。因此，在对行政权力是如何在社会层面得以生产与再生产的问题
加以解释时，就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和疑惑。更何况，直到今天，我们
“还未能全面地理解权力的本质”(福柯，1977)。这就需要我们直接深
入到权力运作的具体实践中去，通过观察、分析，以揭示行政权力是通
过怎样的策略、借助哪些资源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
在以往相对稳定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权力主要依赖于强大的行政

资源，其运作多属于重复性的简单再生产。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社会的急剧变化，一些由政府掌控的权力开始被“剥离”出来，脱离原
有的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并试图扩增其自主性，形成了一种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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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权力关系(李友梅，2003)。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新兴的社会力量
也会予以一定程度的包容，或者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加以统合，以免在社

会内部出现有组织的利益自我聚集，从而危害国家的合法性建构

(Ding，1994)。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会倾向于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介
入社会肌体，并且替代性地提供组织资源(刘春荣，2007)。从经验层
面上来看，居委会直接选举①就是转型期政府向社会领域“让渡”权力
的一项实践，也是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全新尝试。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居委会产生之初，它只是一种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干部是义务制工作，一般不拿津贴，在开展自治活动的同时，也

承担一些政府交给的“额外”任务。60 年代以后，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事
务工作越来越多，其干部也转由上级“任命”，开始领取“津贴”。80 年
代，政府通过授权、放权和增加编制、财力来加强街道、居委会在城市基
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了其行政属性。② 90 年代，还通过相
应的政策措施③将居委会从形式上正式纳入行政性的政府组织系统

(姚华、耿敬，2010:42 － 44)。1999 年，民政部开展了“全国社区建设实
验区”试点工作，试图以居委会直接选举为起点，恢复居委会的社会属
性，使其能够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发挥作用，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建设的热情(姚华，2007)。
对于居委会直选(以下简称居直选或直选)这种可能生产出新型

权力结构或权力关系的实践过程，学者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依据西
方经验，一些城市的社区运动和社区结构重组，将有利于对新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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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的产生有三种办法:一是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
的居民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二是“户代表”选举;三是“居民代表”选举。后两种选举
通常被称为“间接选举”。
上海市政府曾下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里弄卫生站和
街道文化站、图书馆配置集体事业编制问题的通知》(1990 年 7 月 31 日)，批准为每个居
委会配置 2 名集体事业编制人员，其工资待遇参照全民事业编制;后又下发了《上海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本市居民委员会办理退养手续的干部改为退休问题的通知》(1991
年 12 月 27 日)，将其“退养津贴”改为“退休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1996 年 3 月 25 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街道、居委会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政
策意见》(沪委［1996］5 号)，对居委会机构编制、财力支配、社区公共配套等方面，制定
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其中，为了提高居委会的行政能力，文件规定:在每个居委会配备 3
至 5 名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专职干部。为此，上海市在纺织系统的下岗人员中招聘了一
批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能力较强的全民事业编制干部，充实到居委会中。对此，费
孝通(2002)认为，随着下岗国企干部的进入，首次把居委会主要岗位列为事业编制，这
反映出行政因素向基层生活的渗透……“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行政构
架最终成形。



利益的诉求(Pahl，1973);同时，权力又标志着存在冲突和潜在的压迫
(吉登斯，1998:376)。所以，人们似乎就把这一权力实践看成是由一
元权力向二元或多元权力转化的“理性化”过程，希望能从基层选举中
生产出新的社会权力，进而为权利划定一个不受行政权力控制的领域。
然而，无论是“压抑—释放”的自由主义倾向，还是韦伯式的“理性化”
倾向，其研究多是带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性诉求。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有关居直选的研究多将国家与社会设定成

为一种对立性的关系，进而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内，去分析国
家行政权力对新生的社会权力是否仍能保持强大的控制动员能力。一
种观点认为，近 20 年的社会变迁使得国家权力在社会领域的展现不断
弱化。居委会不再是一种国家的控制性工具而逐渐成为一种服务性组
织(Pan，2002)，而基层社会对国家话语的扭曲与巧妙反抗也一定程度
地削弱着国家权力(朱健刚，2002)，居委会也将由政府的“派出机构”
转变为一个自治性的机构(林尚立，200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社
区建设运动中，居委会并没有呈现出民主化趋势、促使社会权力的发
育，反而使国家权力不断向下渗透(桂勇、崔之余，2000)。直选居委会
使国家摆脱了垂直权力结构的限制，而让国家权力在一个平行维度上

得以延伸(Liu，2005)，国家借助于居委会这一中介组织实现了“行政
性草根接触”，促进了对社会的渗透(Read，2003:ch． 5)，从而实现了国
家行政权力的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国家权力弱化论”还是“国家权力
延续论”，都暗示着一种“合法性—不合法性”的自由主义诉求，期待居
委会自治属性的恢复与发育。其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多运用一套固定的
规范去验证现实经验材料，带有某种抽象经验主义的倾向。
其实，权力是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的。传统的权力分析模式总是

强调权力的遏制性和否定性，权力就意味着惩罚、制裁、镇压、限制。但
福柯却认为，权力还有着建构和生产的功能，“(权力)生产现实”(福
柯，1999a:218)。权力的生产性不仅是社会权力的属性，也是行政权力
的属性。本文希望借用权力生产的概念，分析在居直选过程中，行政权
力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中，借助行政与社会的资源，在与各权力主

体的互动中，采取怎样的策略，完成其权力向“社会领域”扩展的。
克莱伯说:“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

么轻微的移动，你就会看到此前未曾看过的事物”(克莱伯，1986:
332)。福柯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生产的视角，所以，本研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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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再纠缠于行政权力的弱化 /强化与否，而是侧重于对这一权力的生产
与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加以分析，具体的分析策略就是:悬搁规范性，从

动态的过程视角出发，采取深度个案的研究方法，根据半参与观察、深
度访谈和文献搜集等方法所获得的资料，对居直选的具体过程进行考

察，以行动者的策略性互动为考察的出发点，通过对互动过程中不同行

动者的决策逻辑、策略构成及其引起的反应的分析，来揭示行动者的策
略性互动是如何重构了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并进而探讨在直选过程

中，行政权力是如何通过行动者的策略性互动在社会层面完成其生产

与再生产的。

二、个案介绍

居委会直选是社区自治的一种实践，也是调整行政权力再生产方

式的初步尝试。在上海，现行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与这一社区自治实
践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矛盾:在现行体制中，居委会是一个行政性的

组织(四级网络)，承担着街道办事处(三级管理)交给的工作;社区自

治则要求恢复居委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属性。在上海市
委、市政府看来，“具有上海特点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
城市管理体系是我们的组织优势，是行之有效的……上海的发展……
离不开居委会这个城市管理的基石。”①因此，如何在恢复居委会社会
属性的同时，又能使行政权力扩大至直选居委会这一“社会领域”，这
需要政府在居直选过程中加以摸索和尝试。
上海市居直选的试点工作始于 1999 年。② 2003 年直选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开始推行，并要求“直选比例不低于 20%”，且“实行居委
会干部属地化”。③ 之后，2006 年和 2009 年的换届选举，又将直选范围
推广到大多数居委会。笔者曾从 2003 年到 2009 年在 J居委会追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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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资料汇编》(之二)，第 18 页。
该年全市有 3 个居委会试行了直选;2000 年，又有 53 个居委会试行了直选，占当年全市
参加换届选举居委会总数的 1. 7%。
“属地化”是指居委会成员要从本居委会辖区内的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中选举产生。
2003 年换届之前，上海市的居委会普遍存在着大量的跨地区招聘的全民事业编制、集体
编制的专职干部及聘用干部。



查了三届的居直选。本文主要是以 2003 年上海市 J 居委会的直选资
料作为分析个案，并以 2006 年、2009 年的直选资料作为参照。我们曾
希望通过追踪调查以探究行政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连贯性。但通
过 2006 年与 2009 年直选的追踪调查，我们发现:这一权力生产的内在
逻辑只有在政策发生“巨大转变”时才能清晰地凸显出来。而当行政
权力完成向社会领域的扩大再生产后，行政权力的主体不仅对政策变

化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其权力生产也不再

需要更多行政权力之外的资源和策略了。在 2003 年的直选居委会其
后 3 年的直选实际运用中，行政权力主导了居委会直选，并以完成上级
行政任务为主，依然扮演着街道“派出机构”的角色，而不能真正表达
普通居民的意愿和期待，这也使得作为社会权力主体的居民再也难以

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社会新型权力关系的建构，从而也丧失了参与社

区自治的热情。为此，在 2006 年和 2009 年的居委会直选期间，他们没
有再像 2003 年那样积极热情地投入其中，因而 2006 年和 2009 年的居
委会直选基本是在一种行政力量操控的状态下完成的，权力生产仍是

一种在现有行政权力结构内的简单重复的再生产。由于 2003 年的居
直选更能体现出一种行政权力生产与再生产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再生产

方式所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们将其作为分析案例，希望对 2003 年的居
委会直选过程中行政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中是如何再生产的作出合

理性的解释。
J居民区位于上海市老城区，构成该居民区主体的 10 幢大厦建成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其中有一部分为当时的外销房或侨汇房，是改
革开放以后上海市较早形成的高级住宅区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及城
市的迅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该居民区已经退出了高级住宅区的行

列，但仍居中上水平。据 2003 年 J 居委会的统计，该居民区的户均电
脑拥有率为 102%，在 18 岁以上的“实际居住人数”中，大专以上学历
的人占 59%，居民的文化层次、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很少有人需要借助
于居委会的资源解决诸如“低保”、就业、救济等问题。

2003 年，J 居委会被 H 街道确定为直选的 6 个“试点”居委会之
一。以往行政权力“生产”居委会的方式难以适应直选的要求。行政
权力要确保在直选居委会仍有效地发挥影响，即便不能直接支配居委

会的“生产”也要努力主导其“生产”。为此，街道为进行直选的居委会
配备属地化的居委会主任，作为“拟定居委会主任人选”，在借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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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当选后，还要兼任“社区干事长”。① 于是，在居委会换届工作启
动前夕，街道将符合属地化条件的居委会专职干部 F 女士②调任 J 居
委会主任，并责令 J居民区党支部书记以“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的身
份助其当选。本文的个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笔者的个案实地调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2003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初，通过对街道分管主任、民政科长等人的深度访谈，对
现行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与居委直选之间的矛盾冲突有了较为直观的

了解。第二个阶段，从 2003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25 日，以观察员的身
份，对 H街道与 J居委会在直选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观
察，③既观察到了街道这一层官员对所属居委会选举工作的具体“指
导”及其双方的互动过程，也观察到了 J 居委会从直选的宣传发动、成
立选委会、确定初步候选人及正式候选人、直选投票，乃至选举工作正
式结束的全过程;同时，还对 J居民区的部分居委会干部、楼组长、候选
人以及普通选民做了大量的不同程度的访谈。第三阶段，从 2004 年初
至 2009 年 12 月，对直选居委会的实际运作以及 2006 年、2009 年的直
选过程进行追踪调查。在这三个阶段的调查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大量
的访谈资料，也得到了许多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④ 本文所用资料，
除注明出处外，均来自作者的访谈和田野记录。

三、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具体实践

在 2003 年 J居委会的直选过程中，参与其中的行动主体呈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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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于《H街道拟担任居委会主任、委员干事情况》(草案)以及笔者的相关访谈。
F女士，时年 50 岁，中专文化，全民事业编制居委会干部，此前任 H街道下辖的 C居委会
主任。
在 2003 年的居直选过程中，笔者先后列席了 H街道召开的“居委会换届选举动员大会”
(9 月 26 日)以及第一、二、三次针对各居委会书记、主任的“选举工作培训”(10 月 10
日、11 月 4 日、11 月 13 日);列席了 J 居委会与直选工作相关的各种会议及活动，如:酝
酿成立“居民选举委员会”(9 月 30 日)、居民代表大会(10 月 9 日)、楼组长会议(10 月
10 日、10 月 17 日、10 月 29 日、11 月 14 日)、选委会会议(10 月 17 日、10 月 29 日、11 月
11 日)、提名候选人的选民小组会议(11 月 3、4 日)、候选人与楼组长见面会(11 月 20
日)、选举工作人员会议(11 月 21 日)、直选当日的活动(11 月 23 日)、直选居委会的首
次会议(11 月 25 日)等。
如《H街道第七届居委会换届选举材料汇总》、《J居委会第七届换届选举档案》、J居民区
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日志等。



种多元化特征。其中，体现行政意愿的主要有:(1)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资料表明，为了加强党对居委会直选工作的领导，街道党政关系常
态的“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被“党政合一、以党为主”的关系
格局所取代，以确保“拟定人选”通过“民主程序”当选。(2)居民区党
支部书记。在换届选举期间，上一届居委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新一届居
委会尚未产生，因此，支部书记 S女士①同时作为“选举委员会主任”。②

面对行政权力不能完全支配的选举，她压力很大，对于能否顺利完成其

行政上级布置的任务缺乏足够的信心:

从我工作到现在，从事的选举工作已经数不清了。原来规模
几千人的选举也参加过……但是，这次选举，我的心理压力实在太
大了。前几天我和他们讲，最好给我个没人的地方让我去大哭一
场，心情实在是压抑(声音哽咽)。(访谈资料 S20031120)

(3)“拟定居委会主任人选”。作为街道“拟定”人选，F 女士依然具有
明确的行政权力背景。由于行政权力在社会层面难以针对普通居民的
选举意向予以合法、有效的支配，所以最初 F并不愿意调来做这个“拟
定”人选:“我开始的时候不愿意来，凭良心说，真的不愿意来。我找了
好多理由”(访谈资料 F20031120)。
此外，体现普通居民利益的群体主要有:(1)楼组长群体。作为社

区精英，在直选过程中，他们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希望直
选能够体现民主、反映民意。(2)普通候选人。是指除“拟定人选”之
外的其他候选人。他们由选民提名产生，也都有参选意愿，又拥有一定
的资源，但选举结果如何，他们难以把握。(3)普通选民。他们是直选
中“最消极”的社会力量，但他们的行为选择依然对选举结果的走向，
以及对其他行动者确定行动策略起到重要的作用。
现代权力理论告诉我们，权力机制的具体实施并非只是通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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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女士，时年 55 岁，大专学历，曾任上海某大型国有纺织企业的工会主席，因病提前退休
后，1998 年 1 月被街道聘为 J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沪委办［2003］13 号文件规定:“……居民区选举委员会，由居民区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主任。”在 2003 年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更明确地指出:“为了加
强对选举工作的领导，市委决定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由居民区党组织书记(跨居住区也

可以)担任”。



形态的操控，还可以通过更直接的对时空的划分、对行动的安排进行权
力运作。所以，本研究试图对拥有权力的各行动主体在“生产”居委会
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或技术)加以细致的分析。

( 一) 居民区书记对直选规则实施的主导

在 J居委会换届选举期间，书记 S 女士有责任要按照街道的要求
具体主导直选，但其主导意向却与上级意向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来
自选民的“民主”诉求，使其不能无所顾忌地贯彻上级的意愿。只能依
“对自己工作有利”的标准策略性地去主导直选。

1. 关于居委会主任的差额候选人
根据街道的部署，居直选必须坚持差额选举的原则。最初，S 书记

为确保 F当选，采取了不设“主任”差额人选的策略。当街道指出“主
任候选人也一定要差额”①时，她就与街道协商，决定补选一人作为主
任候选人的“差额”。然而，在“差额”人选上，S 书记与街道产生了分
歧。S书记主张由“人气指数”最高的 T 女士(详见下文)作为差额候
选人，街道则建议找一个能力较弱的人“陪选”。经过再三衡权，S 书记
最终还是服从民意，没有接受街道的“陪选”建议。
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尽管 S 书记也

希望“拟定人选”当选，但摆在面前的现实不容她为此而孤注一掷。在
要考虑选民意愿的同时，她还考虑到要对将来工作有利。她坦言:

如果差额的主任候选人弄个弱的，万一小 F 落选，我们就实
在太难了。干居委会的工作没有能力不行，要为以后的工作考虑，
为以后的工作铺平道路。(访谈资料 S20031120)

而街道顾虑的是:如果“陪选”的人能力太强，容易“喧宾夺主”打乱他
们事先的人事部署。

2. 在职人员比例问题
根据街道规定，在协商产生的正式候选人中，最好是在人员构成的

比例上达到“三个一”，即:属地化的原居委会干部占 1 /3，离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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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规则》的规定，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都必须由差
额选举产生。



占 1 /3，在职干部占 1 /3。而 J 居委会的初步候选人中，得票率高的除
了 F之外，全部都是退休人员，在职人员获得的提名票数相对较少。
由于“属地化的原居委会干部”只有 F女士 1 人，如果按照在职干部占
1 /3 的要求，在 9 个正式候选人中，应该有 3 个在职候选人，S认为这样
的比例太高了:

……原来的(居委会)干部很少是属地化的。另外，如果在职
干部多的话，由于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很难把精力放在居委

会，要是能少些更好。(访谈资料 S20031120)

为了在上报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满足在职人员的比例要求，她采取了

偷梁换柱的策略，将“属地化的原居委会干部”的 F作为“在职干部”计
算，又根据得票多少选定了 2 位在职候选人。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在职
候选人只有 2 位，所以 S毅然决定:

实在没办法，只能留下 N① 这一位在职人员了。如果在职的
人太多，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量也就太大了。
(访谈资料 S20031120)

在行政命令出现一定“失效”的居直选的基层社会领域，居民区书
记对直选规则的这些细节的斟酌、安排和把控，使得权力的具体实施并
不一定需要通过行政命令的压制来掌控，而是可以更有针对性、更细化
和技术化地将行政赋权嵌入到权力再生产的实践中以达到预期的

效果。

( 二) 居民区书记对楼组长群体的引导

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S 书记在日常工作中主要依靠的对象就是
楼组长群体。J居民区的楼组长共有 35 人，他们都是 S 书记在多年的
社区工作中“挖掘”出来的，普遍具备人缘好、有一定能力、热心、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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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是云南某州驻上海联络处主任。本来 S 对其不了解，不想让其成为候选人，当听街道
领导介绍说这人很可靠之后，才决定让其成为候选人。她甚至认为，N 的身份背景资源
可能有助于以后的工作开展，同时有外地候选人的参选也可能是直选工作的一个亮点。



为社区公益做奉献的特点，也与书记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因此，能否
赢得楼组长群体的理解与支持，是直选中上级意愿能否落实的关键。
然而，楼组长与书记之间既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经济利害关系。
书记要借助他们的力量，以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必须要采
取各种策略，对楼组长群体加以引导。
如在居委会主任人选的确定过程中，当 S 书记介绍“街道将小 F

调来就是希望她当选为居委会主任”的话音未落，有一位楼组长立即
表示反对:

既然要直选，就要选大家熟悉、了解、信任的 T。① 那小 F我们
大家都不熟，也不了解。如果街道要指定人选就直接任命好了，不
要选了。(访谈资料 X20031123)

他的观点得到了其他楼组长的一致赞同。直选政策的实施使得“组织
安排”或“上级意愿”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质疑，楼组长们的主权意识被
激活、民主意愿逐渐生成。面对如此现实，S 书记必须要悉心引导，尽
可能地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那么，她是怎样悉心引导的呢?
首先，调动“党性”认同的心理资源，化解党员楼组长的不满情绪

和抵制风险。在 J 居民区的楼组长中 60%的人是党员。在参与直选
的过程中，他们都怀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意愿，对街道指派“拟定人选”
深感不满。面对这种情况，她便对大家说:“我对街道的某些决定也不
理解，但我是党员，现在是凭党性工作，不理解也要执行。”通过这种解
释，楼组长们联想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保留性地认可
了这一指定人选———接受访谈的多位楼组长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
点。T就说:“如果只有‘民主’没有‘集中’，选举的情况可能就会比较
复杂”(访谈资料 T20031123)。S 书记正是掌握了这些受党教育几十
年的党员楼组长早已习惯了在“民主集中制”下的无条件服从的组织
认同心理，初步化解了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和抵制风险。
第二，顺应民意，确定主任的“差额”候选人。在选民小组提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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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女士，时年 61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正处级退休干部，而且待人热情、
多才多艺、组织能力强，乐于参加小区的各项文体团队活动，常常既是组织者、又是指导
者，在社区活动积极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楼组长们公认她是居委会“主任”的
最佳人选。



步候选人的过程中，由于只产生了 1 个“主任”初步候选人，①但根据差
额选举的原则，需要 2 名候选人。在协商产生“正式候选人”时，当 S
问:“主任要有差额的，我们的主任是小 F，还要再选一个，你们看看上
谁?”时，楼组长们异口同声地叫出了 T的名字。S爽快地说:“好，那么
就是她。”对此，S说:“这是意料之中的。T 工作能力很强、群众威信也
高，又热心社区的公益活动。如果没有街道的安排，肯定是她当选。再
者，也要顺应民心啊!”(访谈资料 S20031120)假如在“差额人选”上不
能顺应民意，S极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楼组长们的支持。
第三，抱病工作，以情感认同，赢得楼组长们的同情与支持。S 从

40 多岁起就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并为此从单位的领导岗位上提前
退休。在直选期间，来自工作与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导致她的病情加
重。但她每天坚持在打过“吊针”后到居委会主持选举工作。同时，她
也从不隐瞒自己的病情，并主动将自己在直选过程中的心理上的压力

向楼组长们和盘托出，使得楼组长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位楼组长
就说到:“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忙得连休息、做家务的时间都没有，特
别是(原居委会的)有些人要到自己的居住地去选……她身体不好，最
近工作压力也大，居委会也没一个人帮她”(访谈资料 X20031123)。②

同情之心自不待言，并在此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对 S书记的直选工作有
了一份“支持”。
第四，利用楼组长对敏感问题的曲解和旧有的思维定势，“将错就

错”，实现其安排、操控目标。其实很多策略的运用都是在特定背景下
的一种应急反应，而这要仰赖于行动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调动“手边
的知识”的能力。于此，S 书记“将错就错”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件事
情上。其一，关于 F是否会因落选而下岗。在一次楼组长会议上，当 X
再次提出“为什么一定要选 F”时，S 书记换了一个角度回答:“直选出
来的属地化干部都是义务的、不坐班。她是街道聘的干事长，是拿工资
的。因此，她如果当选，要坐班的。”这使人误以为如果不选 F，F 就会下
岗。于是，他们表示:“如果不选她，她就要下岗，那么我们就选她吧，给
她一碗饭吃”! 其实，F并不存在下岗之虞，因为无论她是否能够在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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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总共 27 个提名小组中，F女士获得了 24 个小组的“主任”初步候选人提名和 1 个小组
的“委员”提名。另有 3 个人各获得 1 个小组的“主任”提名，但在“意见征询”时，他们都
选择了放弃。
在接受访谈的楼组长中，无一不主动提到书记抱病坚持选举工作之事，并为之感叹。



中获胜，街道都会聘她为居委会的干事长。其二，关于直选中的控制因
素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如前文所述，当 S书记在解释自己是依
党性执行上级意愿的时候，楼组长们习惯性地将其与“民主集中制”联系
起来。实际上，S很清楚，直选是指 18 岁以上有选举权的选民一人一票
的选举，强调的是大多数选民的意愿，与传统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必然
的联系。而楼组长们习惯了旧有的思维定势所致的错误理解，被她有意
识地调用过来、“将错就错”地化解了他们的部分不满情绪。
以往执行行政任务时只须将上级命令布置下去就可以了，并不需

要发挥多少个人的智慧，但这次直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激发了

S书记的潜能，迫使她不得不运用各种策略、经验与技巧，以达到有效
引导楼组长群体的目的，确保代表行政权力的 F的最终当选。

( 三) 居民区书记对普通候选人的“安排”
普通候选人中，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都具有着一定的影响

力。S 书记在与他们的互动中，需要掌控的是以下三个问题:其一，确
保不会对“拟定人选”构成威胁;其二，阻止“难以合作”的候选人当选;
其三，保护好有人气、可合作的候选人的参与热情。

1. 因势利导，消解竞争者的直接威胁
T女士作为楼组长公认的“主任”最佳人选，对“拟定人选”有着很

大的威胁。但是，她对竞选居委会主任的态度却比较低调，心情也比较
复杂。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于街道指派“拟定人选”，她认为:

街道既然有这个意图，可能在各方面都有它的考虑……作为
我们国家而言，再怎么代表民意，它也要关心政策如何实现。(访
谈 T20031123)

二是她不愿承受太大的压力。她曾坦言:

我是根本没想过要当主任，因为我对居委会工作没有经验

……要我做(居委会主任)还不麻烦啊?! 对我来说思想负担很
重。(访谈 T20031123)

为此，她选择了主动撤退———借故缺席了后面几次楼组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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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T，S书记曾多次私下与她沟通，真诚表示自己也认为她是主
任的最佳人选，只是街道的决定自己只能执行，请求她的谅解。在确认
T不会对“拟定人选”形成挑战后，S书记才将获得提名第三位①的 T确
定为“主任”候选人的“差额”人选。

2. 未雨绸缪，排除难以合作者
在所有的初步候选人中，L②无疑是最令 S书记头疼的。直选开始

后，L曾一度非常活跃，表现出强烈的参选意愿，选民小组提名的结果
显示:她共获得 5 个小组的“委员”提名。通过“意见征询”，她成为 16
位愿意参选的“初步候选人”之一，提名位列第九。如果完全根据选民
小组提名的票数来确定 9 位正式候选人，L 必然位列其中。面对这一
结果，S曾愁眉紧锁地对笔者说:

她是一个十足的‘刺头’，很难合作，总是对居委会的工作吹
毛求疵。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共事的。让这样的人进入居委会肯定
不利于班子的团结。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拿掉，绝不能让她进居委
会! (访谈资料 S20031120)

由于正式候选人有“在职人员占 1 /3”的规定，在 16 位初步候选人中，
除了 F之外，得票多的都是退休人员，S 在协商“正式候选人”时决定:
“在提名候选人多的大楼中，拉下一个身体差的，补上一个在职的”(访
谈资料 S20031120)。从而将 L挤出了正式候选人名单。

3. 安抚笼络，为落选楼组长构建“智囊团”
在 16 位“初步候选人”和 9 位正式候选人中，得票多的大多为楼

组长，其中一些人因落选情绪受到一定的影响。有人坦言:不参选没关
系，参选了又没选上多让人难为情。为此，S 构想出了聘请他们组成
“智囊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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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居第一位的是 F女士，获全部 27 个小组中的 25 个小组的提名，这是书记通过楼组长做
了大量工作的结果;居第二位的是 Y女士，获 16 个小组提名，由于她从 1996 年起一直担
任居委会议事长、居民区党支部委员，在选民中的认知度比较高，但她年近 70 且长年患
病，楼组长们普遍认为她不适合竞选“主任”、“副主任”职位。
L女士，65 岁，大学学历，退休干部，有较强的个人能力，热心社区事务，但不太注意方式
方法，常直言不讳地批评居委会干部，被认为是“刺头”。



对居民的积极性只能引导、不能挫伤，这是我工作的指导思
想。所以，我就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把他们组成智囊团……我就把
我们落选的两位同志，还有初步候选人提名中得票数比较多并有

一定参政议政能力、能管理的那些同志聘请来，成立一个智囊团。
同时，在公布新一届居委会直选结果的时候，再出一张智囊团的红

榜。(访谈资料 S20031120)

她还高调地把智囊团称之为“社区建设的新载体”。这一策略的确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给各位候选人减压、安抚的作用。
与楼组长群体不同，普通候选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诉求、想法或顾

虑。这多少地影响了 S书记对直选过程的有效把控，因而更需要 S 书
记费尽心思、策略性地加以解决。由此可见，行政权力在社会领域的生
产过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实际操作和各行动主体微妙互动的过程。
其间既有的行政权力的优势已今非昔比，社会行动者的诉求亦各有所

向;而在现行体制下，行政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既是在对话中的利益主

体的博弈过程，又是主导者调动既有的社会心理和行动资源重塑新的

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过程。

( 四) 拟定人选争取认同的努力

作为在 C居委会工作卓有成效的主任，F 女士也不是心甘情愿充
当这一“拟定人选”的。由于对 J 居民区不了解，缺乏基本的参选基
础，即便有上级组织的支持和居民区主任的配合，“拟定”也不必然就
能当选。这使她感到极度的不安全感，也感到极大的压力。①

1. 积极表现，争取普通选民认可
为了赢得选民的关注与认可，F“新官上任”烧了三把火。首先，她

启动了小区中的修路计划。F 到任后，就筹划维修小区遭到破坏的道
路。还应居民的要求，将小区两个大门中的一个封闭起来。但在要求
物业公司派专人看管自行车库②的问题上，与物业公司闹得关系紧张。
为此，有的居民就认为 F的工作方法有问题。在 S的调停下，此事不了

661

社会学研究 2011． 3

①
②
在整个直选期间，F女士曾几次在笔者面前哭诉，以宣泄自己的压力。
J居民区一般是以各大楼底层的半地下室作为自行车库，没有专人看管，只是在车棚门口
的上方安装了摄像头，在控制室里遥控开关车棚的大门。有时开了门后就忘了关门，因
此发生了小偷溜进去偷车的事件。



了之。之后，F曾感慨地对笔者说:

我很后悔来(J居委会)。这个地方我调过来什么都不懂。我
们那里的工作模式跟这里完全两样的，全部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

的。这里全部是物业做的，安全啊、卫生啊，全部是物业的……
(访谈资料 F20031120)

显然，F是在对 J居委会的工作模式还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就急于
要表现自己，致使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够得当，忽略了“欲速则不达”
的风险。

2. 配合书记，争取楼组长的支持
为能够拉近与楼组长的距离，使他们熟悉、接受自己，F 在每一次

楼组长会议上，都主动热情地与楼组长们攀谈并介绍自己，极力强调自

己的优势:(1)自己曾是优秀居委会主任;(2)是街道动员自己调来竞
选居委会主任的;(3)强调自己是“专职”的、是“拿工资”的，而选出来
的其他人都是“义务”的。她在对笔者解释时说:“我的想法就是:我是
专职的，是拿工资的。从我本人角度讲，也不讲境界高，我拿工资，就应
该多做点。最好能当选”(访谈资料 F20031120)。当楼组长们表示
“我们就选她吧，给她一碗饭吃”时，尽管她感到很伤自尊，①但因有了
当选的底，她也就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3. 主动出击，向选民自我推荐
在选民小组提名“初步候选人”的活动期间，F 主动参加了多个小

组的提名活动，向选民做自我推荐，并利用楼组长的主导作用获得“主
任”提名。普通选民具有两大特点:(1)大多数普通选民对选举没有明
确目标，对于选谁无所谓。在这种情况下，楼组长的率先提名基本上可
以起到主导作用。(2)选民对于直选的认识模糊，不能正确区分直选
与以往由街道任命居委会干部之间的根本性不同。基于此，F 首先强
调“是街道让我到这里来负责的”，以使选民产生一种居委会主任已由
街道提前任命的错觉;其次，强调自己“就是住在这里的”，以拉近与选
民的心理距离;再次，强调自己是“专职”的、“拿工资”的，而其他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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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女士为了“选她吧，给她一碗饭吃”这句话伤心了很久。在成功当选主任半年之后的一
次访谈中，她仍然十分痛苦地回忆说:“当时他们说的那话多难听呀!”



是“义工”;再其次，在回答选民“要选几个人”的问题时，有意识地加以
方向性引导———“选 7 个人，我是 1 个，其余还有 6 个”。F的这一系列
行动策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选民组长提名她为“主任”初步候选
人时，没有任何一位选民提出异议。
在直选居委会，主任一职已“不再是”行政职位。要想获得这一职

位，取得选民们的认可和接受，这对于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 F 来说，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
当然，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直选居委会仍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并

未将其与居民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对于究竟选谁大多抱着

无所谓的态度。这也使得“拟定人选”的部分策略得以奏效。

( 五) 对选民选举意向的引导

在直选中，要想掌控广大的基层选民的选举意向更为困难，这就需

要楼组长群体的大力帮助。楼组长群体既能理解上级意愿，又与普通
选民有着更天然、直接的联系，互动也更频繁、有效。而事实上，楼组长
在引导选民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借助邻里情面，引导初步候选人的提名
为确保“拟定人选”成为惟一的“主任”候选人，楼组长们主要采取

了三种策略:(1)依靠居民代表。① 在每个选民小组中都安排 2 － 3 位
居民代表，协助楼组长工作;(2)借助邻里情面。由于绝大多数选民都
是户籍在本居民区的常住居民，邻里情面还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3)
积极引导控制。一位楼组长向笔者介绍选民情况时说:

人们对民主选举的意识淡薄，很少有主动去登记的;你上门

‘登记’时，有的人还配合，有的人就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当
然，对这次选举提名也不太了解。有人就说:现在的居委会不是蛮
好吗? 还选他们就是了。(访谈资料 Z20031123)

在这样的“上门攻势”下，半数左右的选民参加了提名。在提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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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居民区共有 60 多位居民代表，是 S书记在退休居民中筛选出来的，比较容易接受以书
记为首的居委会干部的影响，平日里经常与楼组长一起参加居委会组织的一些活动，彼

此熟悉，关系良好。



中，楼组长们更一般都借会议主持人的身份率先提名，加上选民普遍声

称“不了解其他人”，对提名什么人持无所谓的态度，使得楼组长们更
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主任”、“副主任”及部分“委员”的提名，仅给选
民留出部分“委员”的提名空间。

2. 主导投票率及投票走向
投票过程中，如何保持高投票率并确保“拟定人选”通过“民主程

序”当选是最为关键的。为此:(1)楼组长们与 S 书记“合作”，在投票
开始后，先将所有选民的选举证、①选票、委托投票证，以及选民名单都
以各组为单位同时发放到各楼组长手中，每来一位选民发一张选票，使

得楼组长们在投票结束前就有机会代替放弃投票的选民填写选票;

(2)动员居民代表及部分中学生做志愿者，上门促请选民前去投票;
(3)主动引导部分选民做出选择。现场参与投票的以老年选民居多，
少有上班族。按一位楼组长的说法:“对于上班族来说，家对他们就像
个旅馆，他们对社区活动没兴趣”(访谈资料 Z20031123)。这种“不感
兴趣”或“敷衍了事”的态度，给楼组长控制局面提供了可能。老年选
民更愿意听取楼组长的建议，并在其指导下填写选票;年轻选民更愿意

在张贴着正式候选人照片、简历的宣传栏边，进行比较后独立地做出
选择。
在以往选举过程中，提名、投票都是一些让他人按行政意志行事的

微不足道的基本程序之“细节”，无关大碍，不需要绞尽脑汁地去加以
设计，也不需要去考虑可能出现问题时的各种应对性策略。然而，居委
会直选的完成正是在众多的这类“细节”上经过不断的预设、推演、谋
划、设计、部署、落实，最终成为可能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权
力的再生产并不是以一种统一的、固定的模式来完成的。
以往，权力总是被看作来自某一特定的源头，或是国家机器，或党

的组织，或是法律制度，或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内在的一

致性。所以，对其分析也多侧重于从法律体系、党政体制或意识形态入
手，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权力是通过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及其互

动运行的。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对各种相关的空间、时间的划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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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举证本应提前发到选民手中，选举当天，选民们凭选举证领取选票。但在 11 月 20 日
的楼组长会上，S书记宣布:“选举证和选票同一天同一时间发到我们楼长手里……另
外，每个小组长人人发一张(选民)名单，你们这个选民小组，谁来了，就在上面打一个

勾，没来的人就知道了，也便于我们去通知。”



及对各种活动的具体安排，都是由具体的行动主体互动操作的。因此，
对权力生产的研究就需要指向那些以往被忽视的实际操作者、知识装
置等技术与战略方面(福柯，1999b:31)。通过以上所述的居直选，我
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种不同以往的或是不曾引起我们重视的行政

权力机制的具体实施，即在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运作之外，还需要运用更

多的日常生活中的策略手段。其权力生产过程所依赖的知识储备不仅
需要必备的行政知识(如行政工作的经验、意识形态)，还需要更多的
日常生活知识(如情感、面子、同情心、对选民实际情况的认知等)。

四、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

通过对居直选过程中具体而策略性的权力运作过程的描述与分

析，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策略性互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促使

行政权力完成向社会领域的扩大再生产。任何权力都是存在权限的。
当居委会作为行政权力的自然延伸时，居委会内部的权力关系附属于

行政权力的权限之内，呈现出结构化的特征。居委会改选是在行政权
力支配下完成的，这时，权力生产是一种在行政权力框架内重复进行的

简单再生产。居直选之前，H 街道党政机构与 J 居民区相关组织之间
的权力关系呈现出如下的结构性特征(参见图 1)。

图 1 基层社区在科层组织结构中的权力关系

在图 1 所示的权力结构中，居委会的权力源头来自于一个具有稳
定性和内在统一性的街道。居民区党支部由街道党工委直接领导，街
道党工委对其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党小组由组织关系已转入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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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休党员组成，党支部原则上对其拥有领导权，但实际上缺乏有效的

制约机制。居委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的“四级网络”，与街道办事处之
间构成了实际上的行政隶属关系。居民小组在名义上是居委会的下设
组织，但没有组织机构，没有非常密切的内部联系。显然，在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与居民区党支部、居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单向的、不可逆
的。在这一权力框架内，权力的运作是垂直、统一的，有着固定的模式。
权力归属于国家行政部门，具有其合法性。其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不
仅是在其行政框架之内，同时也不断生产着行政权力的边界。当行政
组织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时，其边界也是相对稳定和明晰的;一旦这一

结构发生变化，权力边界亦随之变动，其权力生产的方式也将改变其固

有模式。因此，当居委会向社会属性转化时，基层行政组织为实现其组
织利益，便试图将行政权力尽力延伸至直选居委会这一“社会领域”，
为此，只能改变权力生产方式以扩大再生产。由于有了多元化的社会
权力的参与，在居直选过程中，以往稳定的结构性的权力关系，开始呈

现出不确定性和动态化的特征。
在直选过程中，基层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是具有不同诉求的权力

主体，彼此之间既有不同程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又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

题、交换的筹码和施压的能力，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权力关系景象。对
此，我们以图 2 示之。

图 2 在策略性互动中重构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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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 所示的动态权力关系中，首先，街道党政机构形成“党政一
体化”的关系格局。在 2003 年居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为了加强党对
直选工作的领导，街道常态化的“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被
“党政合一、以党为主”的关系格局所取代，街道党政机构实际上形成
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但这一权力主体并不能单方面地决定权力再生
产的方式，而需要与社会权力的互动、协商。
其次，楼组长群体成为权力关系聚合的中心(参见图 2)。位于行

政权力结构之外的楼组长群体，在行政权力难以直接支配和影响普通

选民时，便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权力主体:一是他们成为行政权力与社会

权力之间的桥梁，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他们是社会权力的组成部分，
与其他社会权力主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他们成为一种新型权力
关系最重要的建构者。
再次，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成为权力聚合的另一个中心(参见图 2)。

作为直选过程中行政权力主体的承载者，她处于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

交接的最前沿，直接主导着行政权力向社会领域的再生产。然而，由于
行政权力难以直接支配社会权力，因此其权力运作更多的是在与其他

权力主体的互动中，运用日常生活的策略去具体实施的。
再其次，居委会主任“拟定人选”被边缘化(参见图 2)。在以往的

行政权力结构中，她与居民区书记一样，也具有着行政权力主体的身

份，但在新型的权力关系中，其合法性来自选民的赋权。因此，当这一
人选出自行政机构指派而非出自选民意愿时，她就难以赢得选民的认

同和支持，从而被边缘化。但通过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其自身的策略性
行动，其仍对新型权力关系的建构产生着影响。
最后，普通选民不同以往地拥有了一定的权力，成为行政权力再生

产方式转变的最大诱因，也被各方视为需要加以引导的最大群体(参

见图 2)。直选过程中，这一群体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可以影
响甚至左右选举结果的权力，因此，他们是最被动消极、从而未能真正
发挥影响力的权力主体，但他们所拥有的投票权以及不确定的选择意

向，依然影响着其他行动者的策略性选择和权力关系变动。
虽然选举的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若仅从结果看

还有可能得出“直选与以往的选举没有什么不同”的结论;然而，如果
我们将居直选前后的两个“权力关系结构图”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在
直选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明显变化:一是以往行政组织内部依据职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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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职位层级所形成的单向度的、垂直型权力结构，至少在居直选中已
不再适应行政权力向社会领域再生产的需要。二是新的权力再生产方
式是在权力再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各方策略性的互动动态地生产(或

建构)出来的。

五、回归权力的简单再生产

然而，在之后的 2006 年和 2009 年的直选过程中，行政权力的生产
并未延续 2003 年的生产方式。在 2003 年的直选中，刚刚萌发的些许
民主意愿并没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在此之后直选居委会的运行过程中

并没有呈现出居民自治的社会属性，社会权力的主体并不能按照居民

的意愿和利益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极大的

挫伤，致使其民主参与的热情逐渐冷却。2003 年直选中曾带头质疑
“拟定人选”合法性的 X女士便是对直选丧失热情并不再参与 2006 年
直选工作的代表。她对笔者说:“什么直选啊，所有的程序都是政府控
制、操作的。原来，还以为真的要实施民主选举呢，其实根本不是那么
回事。选出来的又怎么样呢，其实(直选居委会委员)都说了不算，也
不按我们的想法做。所以，这次就不参加了”(访谈资料 X20061202)。
2003 年直选中颇有人气的 T 也说:“我们这些直选委员更多的时候就
是个摆设，就是有属于我们工作范围之间的事，也不会想起来让我们去

做……我们这些直选委员都被边缘化了。今年，我是不参加了”(访谈
资料 T20061202)。
在 2003 年直选过程中所实施的一系列策略，使得行政权力比较有

效地扩展至“社会领域”，但在 2006 年和 2009 年直选时，其权力生产不
再需要引入行政权力之外的资源，更不需要借助各种日常生活的策略，

所以，行政权力向社会领域的扩展就没有那么迫切了。
不仅如此，由于直选居委会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其社会属性，没有为

社区居民解决其最关心的事务，还一定程度地加剧了直选居委会与另

一社会权力主体———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作为业主委
员会主任的 T就这样解释他不参加 2006 年直选的原因:“说实在的，
我不参加直选，是因为我已经被推举为业主委员会主任。我要代表业
主与居委会‘打官司’。居委会把我们小区的空地作为停车场外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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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得收入都归居委会了，而我们却没有钱维修大楼。如果进了居委
会，我还怎么和它们‘打官司’啊!”(访谈资料 T20061202)
一方面，社会权力主体的退出，使得直选过程不会再遭遇 2003 年

的阻力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经历了 2003 年直选的行政权力主体也
有了驾驭直选的经验。因此，2006 年的直选过程虽然在程序上和 2003
年一样，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简化了一些可能引发变数的环节，如初选候

选人的环节就被省略了。2006 年直选工作刚刚启动，S 书记就开始对
初选候选人进行“摸底”，经过筛选，选定初选候选人后，再分别告知各
位楼组长，连开会也都省掉了。
虽然这种程序上的简化或省略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控直选的不确定

性，但是，楼组长们对这种做法仍会有看法。一位楼组长就告诉笔者:
“我们对书记选的候选人并不满意，尤其是 Q，是一个缺乏公德心的人。
把拖把晾在窗台上，也不看人家下面有没有晾东西，把下面晾的被子都

弄脏了。口碑很差! 我们和书记说了，可书记说:找不到别的合适的人
了。其实，是她没有用心去挖掘。这么大的小区，怎么就找不到一个比
她合适的”(访谈资料 Z20061202)。虽然仍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这些
意见已不再像 2003 年那样成为麻烦事和阻力，楼组长的不满也只是停
留在提醒和劝告上，并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抵制和阻扰。书记的意愿
和意志都能比较顺利的得到体现。

2006 年以后，上级政府要求直选居委会增加坐班、拿工资的成员
的比例。这样，J居委会就只剩下一名不坐班的居委委员，而其他坐班
的居委委员则都可以由书记直接支配。至此，行政权力的生产基本上
又回归到类似行政组织内的重复性的简单再生产模式。
到 2009 年，虽然 S书记按照其年龄应该退休，但因其丰富的工作

经验，街道决定延长其退休时间，并且选派一名年轻人出任副书记，作

为 S书记的接班人。S书记则要帮助她，“扶上马，送一程”。F 主任因
年龄已经超过了参选的资格，但她不愿意退，并到处申诉。为此，组织
决定还是让她参选，并决定在选她做主任的同时，由年轻的副书记主持

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已难以再见 2003 年直选的民主特
征而基本回归到了行政支配的轨道上。
在 2006 年直选过程中，S 书记极力邀请 2003 年的直选委员 B 留

任、再度参选。此时，虽然 B 不坐班，但他家住居委会楼上，时常到居
委会帮助做事。但到 2009 年直选时，他也毅然拒绝了再度参选。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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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解释说:“主要是自己做的工作不被重视。虽然不坐班，但我还是
做了不少工作。可是年终街道慰劳居委会委员时，却不包括我们不坐
班的。我不是非要吃那顿饭，只是自己的工作不被人家认同，让人伤心
啊!”(访谈资料 B20091130)行政权力生产方式的回归，使得直选居委
会逐渐行政化，类似 B这样的直选委员已日益被边缘化。
通过对 2006 年和 2009 年直选工作的观察，我们发现:由于行政权

力之外的社会力量的“被”退出，2003 年直选中权力关系的不确定性和
动态化的特征已经逐渐弱化，又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不过，其结
构与以往科层组织内的权力结构也有所差别(参见图 3)。

图 3 向权力简单生产回归的权力关系

在图 3 所示的权力图式中，我们看到，由于直选已经成为常态性工
作之一，居民区书记和拟定主任人选的目标就是要完成街道下达的直

选任务，再也不像 2003 年那样具有向上级“讨价还价”的权力。而拟
定主任人选能否当选的不确定性在不断消失，因此拟定主任人选和居

民区书记就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支配楼组长群体和普通候选人。虽
然楼组长还可以一定程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但已没有了与居

民区书记和拟定主任人选“讨价还价”的权力，也难以影响候选人的产
生。在这个权力关系的图式中，行政权力不仅在社会领域(如果直选
居委会还算社会领域的话)进行着简单再生产，而且其权力聚集的核

心已转至居民区书记与拟定主任人选共同组成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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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源配置与行政权力的合法化

通过对以上案例权力运作的具体实践所做的深入观察，我们不仅

看到一种复杂多样的、动态的权力关系的存在，还可发现权力运作中的
各种策略、技术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行政权力的生产正是在对众多
微不足道的程序过程细致设计与严格把控，才得以通过具体的协商、妥
协、交换最终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策略性互
动，都是由具有不同目标诉求的权力主体具体实施的。
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吉登斯，1998:80)，权力主体所配置

的资源是不尽相同的。在居直选过程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所能掌握
与整合的资源是:(1)政策资源———由地方政府制订的旨在确保“指定
人选”通过“民主程序”当选的实施细则，如规定实行“一次投票选举主
任、副主任和委员”的方法，计票采用“包含法”①等。(2)信息资源。
利用对信息资源的垄断，掌握话语权;(3)行政资源。作为行政权力主
体，她在遭遇社会权力抵制时，既可以要求街道党政机构伸手相助，也

可以将抵制力量引向街道，将来自各方的不满转嫁给“难以被撼动”的
行政部门。(4)“党性”资源在这里特指党员认同“个人服从组织”的
民主集中制的“党性”观念及思维习惯。在楼组长群体中，党员比例占
了总数的 60%，且年龄大的居多。居民区书记为了赢得楼组长群体的
理解与支持，充分调动和利用了党员楼组长的“党性”观念，以换取服
从与配合。(5)“情感型”社会资本，即注重私人情感联络及关系的认
同资源。在日常工作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十分注重经营与楼组长之
间的关系，培养出了较好的私人情感。当利益诉求并不明显时，人们往
往会在情感关系中达成某种妥协。这也是为什么楼组长群体能够对居
民区书记做出更多妥协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资源中，不仅包括行政资源，也包括许多社会资源，居民区

书记是所有行动者中掌握资源或资源类型最多的行动者。与之相比，
其他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源则是不对称的，如即便处于权力关系聚合中

心的楼组长群体所掌握的资源也只有:(1)政策资源，但他们所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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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资源与居民区书记的政策资源有所不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居
委会组织法》，也可以说是法律资源。他们希望能借此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法律赋权。然而，这些法律原则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以得到有
效的体现。(2)“情感型”社会资本，但与居民区书记所拥有的“情感
型”社会资本也有所不同，即楼组长与普通选民之间并没有建起一种
以个人情感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仅仅存在着一种以邻里情面为纽带的

相对松散的关系网。
正是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对称性，使得行政权力主体的权力运作更

有效，更能在各种权力主体的互动中占据主动，也更有可能将其权力意

志有效表达出来。这不仅使行政权力在社会领域的扩大再生产得以顺
利完成，也为行政权力在社区存在的合法化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组
织安排的“拟定主任人选”成功地通过“民主程序”当选，居委会便仍可
“发挥在城市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基础网络作用”，行政管理模式与群众
自治模式之间潜在的冲突也被无形消解。
在这个案例的分析中，福柯的权力生产理论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虽然福柯也意识到社会的隐性权力无法脱离传统权力而存在，但由于

其理论更强调社会权力对传统权力的质疑与抵制，看到的更多的是社

会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消解，因而其对权力的微观分析似乎将行政权力

摒弃在社会生活之外，并不认为行政权力也与社会权力一样，也时常是

作为“关系”运作的策略。其实，在具体的微观层面，行政权力也往往
是“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福柯，2002:
70)，也是一系列的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不仅体现在一种优势地
位的力量因为另一种力量的实施而遭到抵制，而且这两种力量始终是

交织在一起的。其中，社会权力不仅体现了对行政权力的抵制，也确实
一定程度地消解着行政权力的权威性，而行政权力也可以依赖社会权

力实现自己的目标，随着其权力的生产延伸至社会领域，以权力的扩大

再生产完成行政权力在社区社会建设中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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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ng mode of household property，and reflects the efficiency and limi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In the context of household and village，the norm of reciproci-
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in the forms of work，transaction，give-and-take，and
gambling，etc． Meanwhile，there are some“inalienable”properties，that is to say，
they are like the heirlooms，such as land，house，and tomb，which can only be in-
herited and kept by generations． Therefore，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Fei’s
concept of“root (gen)”should be considered juxtaposing complementarily with“the
Feedback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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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f policy participation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degree of interests alignment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determines wheth-
er the state supports or restricts societal organizations，and attributes this to the domi-
nance of the state and its relatively high discretionary pow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The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puts more emphasis on strategic choices by the state
and low degree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ow the state handles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ciety． It reveals the natur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better
than theories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and it also expands and modifies native theo-
ries such as graduate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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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the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social power and its autonomy has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re-
prod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e reprod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akes place not only
in political organization，but also extends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sphere．
This paper，based on the case of a neighborhood election in Shanghai in 2003，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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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elations，and it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social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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